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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關係中台灣非營利組織公共課責與自主性之探究：理論辯證與制度設計 

 

 

 

摘要 

 

在公私協力關係中，關鍵議題在於課責問題，然而，非營利組織的公共課責

往往與自主性產生衝突，其中最受重視者為因為依賴政府財源所造成的自主性問

題，在公私協力中如何平衡公共課責與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對於政府服務傳送

及非營利組織體質之健全，實乃關鍵性的決定因素，並關乎公民社會能否有效建

構。爰此，本文之目的在於探究公私協力關係中非營利組織公共課責與自主性的

關係。具體而言，本文擬探討以下問題：1.非營利組織課責與自主性的內涵為何？

2.非營利組織課責與自主性的關係為何？3.國外發展經驗為何？4.解決非營利組

織課責與自主性困境的對策為何？在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公私協力關係中，契約

外包乃是目前新公共管理運動下的最新發展趨勢，且對於公共課責與自主性的論

戰，有其重要性。本文發現，政府契約所延伸的課責要求，並不一定會損及非營

利組織的自主性，然對於自主性議題，仍宜採取自律為主，他律為輔的方式為主，

以利非營利組織體質之健全發展。 

 

關鍵字：公私協力、非營利組織、公共課責、自主性 

 

壹、前言 

 

近年來「民營化」（privatization）、「移轉」（devolution）、「分權」（decentralization）

等作法，在公部門已蔚為潮流，政府亦開始運用非營利組織作為執行公共政策的

工具，尤其是在社會服務領域方面，非營利組織已經成為政府公共服務網絡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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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一環；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日益習慣接受政府的委託或補助，使得

政府資金成了許多非營利組織重要的收入來源。此時，原本相互獨立的政府與非

營利部門，已發展成相互依賴的新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關係，然而，公私之間的界限也逐漸變得模糊不清，從而衍生出一些

爭議性議題。 

在公私協力關係中，關鍵議題在於課責問題，這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課題

(Anheier & Seibel, 2001: 195; Blair, 1997: 29; Huxham & Vangen, 1996: 203)；課責也成

為非營利組織各國非營利組織研究的重點(Anheier & Toepler,1999; Anheier & 

Kendall, 2001 ; Anheier & Seibel, 1990 ; Gidron, Kramer & Salamon,1992; Potter, 1996; 

Salamon. 1999)。然而，非營利組織的公共課責往往與自主性產生衝突(James, 

1989) ， 其 中 最 受 重 視 者 為 因 為 依 賴 政 府 財 源 所 造 成 的 自 主 性 問 題

Hudock(1999:2-3)，Salamon 認為，在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中，政府比較關心對

於非營利組織的公共課責問題，而從非營利組織觀點，最為憂心者為是否會因此

損及非營利組織的獨立性(independence)( Salamon, 1995: 103-105)。而從美國獨立部

門的民調發現，民眾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績效與課責，似乎欠缺信心，而呈現

Salamon 所指稱之「合法性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Light, 2000: 11)。故對於公私

協力關係中所衍生的公共課責與自主性關係，實需加以梳理釐清。 

首先，在此種「第三者政府」（third-party government）或「契約國家」（contract 

state）的趨勢發展下，許多公共政策的執行被移轉至非營利組織，因此，非營利

組織的身份已經不再只屬於單純的民間部門，而是漸轉變成具公共行政功能，基

於此，其所承擔的責任亦不僅止於契約責任，更包含了憲政責任，必須接受民主

政體的公共課責（public accountability）。然而，契約方式往往使政府放棄了對弱

勢團體所負有的決策責任，外包方案執行成果的評估標準亦很欠缺，且隨著契約

數量的增加，政府監督契約執行的機制亦顯得有所不足，致使課責失靈

（accountability failure）的情形時有所聞。 

其次，政府服務的外包與移轉，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政府權力的撤退與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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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實際的情況卻經常是，政府透過服務契約的方式將觸角廣泛伸入志願團體與

社區組織，此時，非營利組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難免受到威脅。而且，一旦政府

資金在非營利組織收入中佔極大比重時，非營利組織為了獲取服務契約以維持生

存，也可能會扭曲自己原本的使命與目標，從而失去其所擁有的自主性。 

基於上述，在公私協力的互動關係中，重點在於：民主政府的課責精神應如

何運用到非營利組織中？其課責的手段與密度如何拿捏才能維持非營利組織的

自主性？當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相互依賴與滲透時，是否會傷害非營利組織的自

主性及其有效回應社會問題的能力？換言之，在公私協力關係中如何平衡公共課

責與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對於政府服務傳送及非營利組織體質之健全，實乃關

鍵性的決定因素，並關乎公民社會能否有效建構。 

爰此，本文之目的在於探究公私協力關係中非營利組織公共課責與自主性的

關係。具體而言，本文擬探討以下問題： 

1. 非營利組織課責與自主性的內涵為何？ 

2. 非營利組織課責與自主性的關係為何？ 

3. 國外發展經驗為何？ 

4. 解決非營利組織課責與自主性困境的對策為何？ 

 

 

貳、名詞界定 

 

一、非營利組織的公共課責 

課責是一個多層次與多面向的概念，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定義，Day & Klein

認為，課責一詞實乃如同「變色龍」(chameleon)的話語 (Day & Klein,1987: 32)，

Kramer & Grossman 認為課責的定義差異性甚大(Kramer & Grossman,1987: 40)，

Kramer 則指出，對於人類服務的範疇，課責一詞的內涵仍舊缺乏共識(Kramer,1981: 

290)。從上述論述可以發現，課責一詞乃是相當複雜的用語，其概念需要更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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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Hayes, 1996: 96)。 

就課責的歷史發展而言，課責並非新產生的用語，此概念有相當豐富的歷

史意涵，課責概念最早可以回溯到希臘的雅典城邦民主時代(Cutt & Murray, 2000: 

1)，Day & Klein 依據發展歷史，將政治課責區分成五種主要的分析模式，包含雅

典的(Athenian)、封建的(feudal)、過渡的(transitional)、簡單現代(simple modern)及

複雜現代(complex modern)，其內涵包含從雅典的所強調的面對面，至當代社會所

在的複雜現代(Day & Klein, 1987: 4-31)。 

若從理論層面，權利(Rights)常是探討課責的首要面向(Hayes, 1996: 97)。就

權利觀點，課責可以視為評價施與受(giving and demanding)表現的一種關係

(Roberts & Scapens, 1985: 447)，此種關係假設某些人有要求特定需求的權利，而

另一些人則有提供此種需求的義務，在研究上常探討當事人(principal)及代理人

(agent)兩者之間的關係。系絡(Contextual)則是探討課責的另一個面向，Birkett 即

指出，若依據系絡觀點，則課責可以區分成契約形式及較非正式的自治系絡

(Birkett, 1988)，而非正式的自治系絡，即是 Roberts & Scapens(1985: 448)所強調人

際與組織間的道德(moral)關係，也類似 Day & Klein(1987: 4)所指涉課責的倫理

(ethical)關係(Hayes, 1996: 97)。 

對於跨機構的合作關係，Page 提出四個課責測量指標，包含外部權威、內

含物、結果測量，及結果管理。外部權威係指管理期望及回應政治利害關係人的

需求的能力；內含物則是指管理期望及回應專業人士與合作夥伴的能力；結果測

量則是指界定合作使命、目標方案指標，及蒐集與合作有關歷史資料的能力；至

於結果管理則是指使用資料以評鑑方案，並改善未來政策與執行的能力(Page, 

2004: 593)。 

就 課 責 的 概 念 而 言 ， Koppell 提 出 課 責 的 五 種 面 向 ， 包 含 ： 透 明 度

(transparency)、義務(liability)、控制能力(controllability)、責任感(responsibility)、及

回應性(responsiveness)。透明度係指組織必須要能夠解釋其行動，以避免醜聞的

發生；義務則偏向績效議題，並隱含懲罰的意思，例如民選官員若績效不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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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可以在下次利用投票加以懲罰，而非民選官員或組織若績效不彰，同樣也會

受到降低資金補助等的懲罰；控制能力則是建立在透明度與義務之上，此面向最

核心的概念就是控制(control)，其概念方程式為：如果 X 能夠引導 Y 的行為，則

表示 X 能夠控制 Y，也就是 Y 必須受到 X 的課責；責任感則是指組織必須受到

法律、規則、及規範的限制；至於回應性則是指組織直接訴諸顧客或服務對象的

需求，此面向強調顧客導向途徑(Koppell, 2005: 95-99)。有關 Koppell 所提課責的

概念如表 1。 

表 1  課責的概念 

課責的概念 關鍵要素 

透明度 組織是否能夠顯露出其績效的實況？ 

義務 組織是否能夠面對其績效結果？ 

控制能力 組織是否符合首長（包含國會及總統）的要求？ 

責任感 組織是否遵循法規？ 

回應性 組織是否符合顧客的期待？ 

資料來源：Koppell, 2005: 96。 

對於課責的研究途徑，主要包含「委託人－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

及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委託人－代理人理論強調地理人必須受到委託

人的監督，因此，課責的目的在於能夠成為雇用一個對的人，及獎懲的重要依據；

而新制度則強調組織乃是由許多互動實體所組成，這些互動實體除除組織本身

外，也包含由組織外部環境利害關係人所組成的外部組織及社會團體，例如，競

爭者、供應者、工會、環保主義者、地區居民、管制者、訂約者等等(O’Connell, 

2005: 86)。 

對於非營利組織而言，課責同樣非新用語，Fremont-Smith 指出，在 16 世紀

的 普 通 法 (common law) ， 政 府 即 針 對 慈 善 信 任 發 展 出 一 套 的 監 督 機 制

(Fremont-Smith, 1989, 75-76)；直至今日，非營利組織的課責概念日趨精細化，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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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非營利組織課責概念的興起，與過去十年非營利組織從事商業活動息息相

關，其乃因為一般大眾認知到非營利組織商業活動透明度的重要性，並且成為相

當重要的操作工具，用以監測非營利組織商業化活動的財政及非財政活動資訊，

而對於非營利組織課責的理由相當多，例如，使用者需要判斷這些商業活動對於

社會福利影響的資訊，課責提供非營利組織資源、活動及達成率的有效資訊，此

將有利於強化正式討論與決策，此外，課責可以強化管理者對於利害關係人所認

為重要議題的關注程度(OECD, 2003: 293)。 

就內涵而言，Jackson 指出，課責兼含解釋及評價非營利組織的所作所為，

及其所做的規劃，因此，如果某一部分人可以向其他人課責，則表示此部分人有

權力監督其他人的活動(Jackson, 1982: 220)。Rutherford(1983)也採取類似的界定方

式，其將課責視為一種責任，而 Hatch 則延伸此一個概念，其認為課責可以指許

多事情，從狹義觀點，課責係指如何避免錯誤及如何讓事情做好，但若從永續觀

點，則課責則是指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資源，以滿足組織所欲達成的目標(Hatch, 

1980: 127)。 

而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課責，Leat( 1988: 36)認為包含四種面向，包含財政課

責(fiscal accountability)、過程課責(process accountability)、方案課責(programme 

accountability)，及優先事項的課責(priorities accountability)，此四種課責也就是

Stewart(1984: 17)所稱之「課責的階梯」(ladder of accountability) (Hayes, 1996: 

98-99)。例如，財政課責是指如何正確使用金錢，Day & Klein(1987: 27)指出，財

政課責是指必須確保金錢支出，必須在適當規定下得到同意；過程課責則是指必

須能夠確保所賦予的行動得到執行，而金錢的價值也得到實現，故強調跟隨正確

的程序；方案課責則強調組織工作的品質，也就是效能的課責，而如何測量效能

就成為課責研究的要點之一(Tassie, Murray & Cutt, 1998: 59)；至於優先事項的課責

則關注組織所提供服務的「關聯與適當」(relevance and appropriateness)，也就是目

前所強調的顧客導向，換言之，非營利組織所提供服務必須是顧客所需要，及認

為適當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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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受到課責的對象相當多元，包含：會員、支持者、贊助者或使

用者、支薪員工及志工、訂契約或合作組織，及公部門管制機構；而就課責的類

型而言，則包含績效課責、法律及財政課責、對大眾、代表性組織及公部門的課

責(Anheier, 2005: 237-238)。其中，對於案主的課責、贊助者的課責，及對於員工

的課責，其目的在於提高非營利組織的績效(Letts; Ryan & Grossman,1999: 194-196; 

Harris, 1999: 108)，並幫助董事會達成組織的使命或目標，而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

重要機制(Dees, Emerson & Economy,2001; Eadie, 2001: 50-51)，也可讓非營利組織運

作能夠更加透明(transparency)，降低投機主義發生的風險(Salamon & Anheier, 1996: 

126-127) 

緣於上述討論，本文所界定之非營利組織公共課責為：非營利組織在公私

協力關係中（以契約外包為主），向主管機關說明所採行動的正式責任，經由透

明化機制，以提升非營利組織的績效與價值。 

 

二、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 

表面上，在公私協力關係中的非營利組織自主性與課責似乎有所衝突。非

營利組織需要自主性以從事社會實驗與創新，設計符合社區所需的創新方案，而

不受選民與股東需求的壓力。然而，當非營利組織依賴政府的直接財務支持時，

政府的出資單位往往會對方案的規劃與績效有所期望，一般民眾對政府資金運用

是否妥當也有所期望，而此種期望會對非營利組織造成特別的負擔。換言之，政

府的補助必須被確定應用在公部門的公共議程上，而課責則構成了補助政策的合

法性與支持的基礎。尤其當非營利組織的資金來源很大一部分來自政府部門的補

助時，政府部門往往會對這些非營利組織加諸許多規則限制，促使非營利組織游

移在組織使命與契約限制之間，甚或為維持組織的生存而完全在契約規制下喪失

其原有性格。 

 政府以監督方式，或因組織對政府財源之依賴，而取得契約關係中的主控地

位，許多實證研究發現，在契約制度的公私協力關係下，非營利組織往往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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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的降低、創新性的減少、科層化的出現、服務的破碎與不連續等負面現象，

且往往因忙碌與利益涉入，而失去本為社會公益辯護的角色與立場，造成角色的

混淆與衝突（江明修，1998；黃源協與許智玲，1997；王于綾與林萬億，1997；

蘇昭如，1993；范宜芳，1999；Jansson, 1994）。 

 因此，在公私協力關係中，最受參與的非營利組織抱怨的問題，主要來自兩

個方面，一是自我角色的受限，另一則是來自政府的問題。在自主性角色上，非

營利組織有其成立及存在之使命，絕非仰人鼻息而生存，因此，希望政府充分信

任與了解，也希望府以尊重態度相互對待，減少猜忌與掣肘，然而，以台灣的實

例研究顯示，非營利組織的此種認知，並未得到政府充分的發揮與尊重。政府一

方面肯定非營利組織，深切期待他們的參與，但卻又不太願意下放權力，因此設

立許多防弊措施，非營利組織覺得使用法令及契約規範之限制和束縛過多，有礙

組織自主權之運作。此外，在大多數公私協力的契約中，幾乎都是單方面的要求，

內容多是規定民間機構的責任義務，政府可以監督、查核與要求，但卻未能賦予

民間機構相對等的權利，讓民間機構覺得政府只享權利卻不盡義務（范宜芳，

1999；蘇淑慧，1996）。 

 綜言之，雖然非營利組織想要擴大其自主性以實驗新的方案與服務模式，但

這可能會與政府在補助計畫上，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標準相衝突（DeHoog, 1984; 

Smith and Lipsky, 1993）。同時，當政府想要在所有補助方案上達成高度課責時，

也會與非營利組織希望以最適方式，追求使命的願望相衝突（Gooden, 1998; Kearns, 

1996）。 

 對此，傳統上有三種解決契約緊張的方式：(1)政府堅持既有的決策過程並拒

絕妥協，以免失去課責性、一致性與公平性；(2)非營利組織拒絕對政府的要求讓

步，要不是放棄政府補助，就是取得補助但不遵守政府要求；(3)政府與非營利組

織達成某種妥協，但相互減少公共課責與自主（Frumkin, 2000）。但是，是否有

可以讓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同時極大化公共課責與自主的選項存在，Frumkin

（2000）認為這有賴於去衡量方案的成果（outcomes）或實際結果（actual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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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衡量產出（outputs）。 

 王于綾與林萬億（1997）則由維護非營利組織自主性的觀點指出，面對參與

公私協力對非營利組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可以採取以下五種策略來對抗：(1)

使組織資源來源多元化，以減少對政府的依賴；(2)採取行政服務聯盟來提供專業

的服務；(3)拒絕簽約；(4)抗議或遊說政府以創造合理且必須的標準規範；(5)在

符合組織使命的情況下才接受政府的補助。 

 Lisa A. Dicke & J. Steven Ott（1999）則強調公共課責的道德面向。他們認為，

雖然契約與法律處罰的控制機制，是確保公共課責所必要的，但是過度依賴控制

與處罰，其他重要的課責面向，也許會被忽略，如果我們要在契約中維持廉潔

（integrity）和避免傷害，就不能忽略公共課責的道德面向。 

Francis J. Leazes, Jr. (1997)則認為，在設計與執行公私協力的行政安排時，公

法原則（public law principles）是首要的。其研究論證了當政府安排一項與非營利

組織的服務協力時，公共課責如何被減少，但是公法原則並沒有重視這種契約的

安排。他指出，無效的政策執行模糊了行政課責的界線，也減低了管理能力，參

與公私協力的非營利組織行政者，應視其本身具有憲政責任，而非僅具有契約責

任，而民主行政的品質保證，是對公共監督的開放，它們必須發現確保這種公開

性的方式。 

對於過度依賴政府補助所造成的自主性危機，可以從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加以解釋。資源依賴理論強調組織受限於許多不同的外部壓力

(Pfeiffer, 1981; Pfeiffer & Salancik, 1978)，因此，組織為求生存，必須回應外部的

需求與期望，而對於非營利組織依賴捐贈者或市場收益的情況，資源依賴理論提

供相當有用的解釋力(Helmig, Jegers & Lapsley, 2004: 107)。對於非營利組織而言，

資源依賴可區分成兩個類型，包含對於政府財源的依賴，及對於案主的依賴。對

於政府的財源依賴可以採取六種策略，包含：政治倡議、資源擴增、跨組織合作、

調整服務傳送、企業化管理，及使用志工；而對於案主的依賴主要在於，非營利

組織必須能夠充分地提供案主的需求。在策略上，非營利組織可以扮演第三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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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角色，除必須接受政府課責外，對於案主需求，也必須採取彈性的應對策略

(Kramer & Grossman, 1987: 43-53)。 

而依據 Harlan & Saidel (1994)的研究，非營利機構董事會在購買政府契約過

程中，可能會扮演四種角色，包含：促進者(facilitator)、政治倡議者(political 

advocate)、緩衝者(buffer)，及價值捍衛者(values guardian)，前兩者角色屬於促進

和維持機構與政府之間契約外包關係，後兩者角色則與捍衛機構的自主性有關

（官有垣，2000: 206-207）。 

綜言之，本研究所界定非營利組織自主性為：非營利組織以自律、透明、公

開為指標，透過媒體、學界、網絡、以及公眾之監督，或非營利組織之間的相互

監督為原則，以維護非營利組織本身的獨立性與公信力。 

  

 

參、非營利組織公共課責與自主性的關係 

 

對於非營利組織公共課責的需求，主要起因於「人」與「錢」兩個因素。首

先，雖然非營利組織常被視為道德體，但由於人謀不臧，故媒體亦常揭發許多醜

聞(scandal)，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為「美國聯合勸募協會」(United Way of American)

前董事長 William Aramony 的詐欺案
1，瑞士國際慈善天主教團結聯盟(Swiss Charity 

Christian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在蘇丹的案例2，及天主教神父的性侵害案3，這些

不倫理行為致使非營利組織逐漸喪失公信力(Ciulla, 2002: 69-71; Gibelman & 

                                                 
1 Aramony 被指控詐取美國聯合勸募超過一百萬美元，用以支付他個人豪華生活，而被法院判決

需入獄服刑 7 年。Aramony 在擔任美國聯合勸募首長 22 年期間，不但將將原屬地區性質的美國

聯合勸募擴大為全國性組織，並且成功地促成慈善捐款可得到薪資扣除的免稅優惠政策。當他擔

任美國聯合勸募首長後，該組織收入從原先的 70 萬美元，在 1990 年躍增至 31 億美元，他的朋

友及工作夥伴稱其為「有著無限精力的優秀創意人」(a brilliant and creative man with boundless 
energy)。媒體估計他的薪水高達 36 萬 9 千美元，並注意到他座落於紐約的高級公寓、鍾愛的豪

華轎車、及由美國聯合勸募支付他與年輕女友到 Concord 出遊的頭等艙機票(Ciulla, 2002: 72-74; 
鄭勝分，2005: 142-143)。 
2 該聯盟在蘇丹為被奴隸孩童成立工廠，但被發現除低付童工薪資外，所得盈餘易挪為他用，而

非用在蘇丹孩童(Ciulla, 2002: 69)。 
3 請參見 Ciulla, 2002: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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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man, 2001: 49-54, 2004: 355; Hoefer, 2000: 167；Kearns, 2001: 352)。再者，近年來

非營利組織財源日趨匱乏，而受到政府再造風潮影響，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傳

統補助，亦改為市場機制的契約競爭，非營利組織為求財源，不得不競逐政府契

約，但也因為契約本身對於方案效能及法律要求下，致使非營利組織發現必須順

從此種新的治理型態，而漸增承受政府的課責要求(Taylor & Warburton, 2003: 

324-325)。 

在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公私協力關係中，契約外包乃是目前新公共管理運動

下的最新發展趨勢，而對於兩者間公共課責與自主性的論戰，亦往往發生於契約

外包此場域之中。傳統上，非營利組織被視為利他主義的實踐者，故非營利組織

強調自律的重要性，但此種認知隨著逐漸依賴政府契約的資金而逐漸改變，且政

府以看守納稅人權益為由，因而給予政府課責非營利組織的正當性，非營利組織

必須瞭解，接受政府補助，也意味著政府有權利要求監督非營利組織的運作，

Salamon 習於使用第三者政府來形容非營利組織分擔政府的責任，而第三者政府

隱含著課責問題，因為接受政府資金補助所產生的課責問題，已經成為現代民主

社會的核心議題(Hayes, 1996: 103-104)。對於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契約關係，課責

的主要立論依據在於績效管理的要求，課責乃是信託者對於受託者績效的評鑑過

程(Hudson, 1999: 173-174)，此種觀點即是「委託人－代理人」理論所強調的課責

觀點。 

然而，「委託人－代理人」理論所強調的課責觀點，遭受到許多質疑與挑戰，

例如，接受政府資金補助所引發的課責問題，對於非營利組織產生許多負面效

應，除對於非營利組織管理產生干擾外，也對於募款活動產生許多負面效應(Bird 

& Morgan-Jones, 1981: 196)；再者，非營利組織課責議題的興起，隱含一個基本假

設，即課責越多越好，但此種假設遭受到挑戰，Ebrahim 指出，課責越多越好這

個假設並不準確，事實上，課責並非具有系統性的關係，且課責僅具短期效用，

而非長期性的社會變革(Ebrahim, 2005: 56)。 

政府補助對於非營利組織而言，是否會影響非營利組織的資源獲取？是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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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負面作用？此問題乃是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探討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這也

是公共課責與自主性關係探討的核心。依據 Brooks 所做的調查研究，答案似乎

並非那麼確定，Brooks 發現，政府資金的投入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確具有部分的排

擠效果，尤其在社福與醫療領域，但排擠效果的顯著程度其實並不高，換言之，

政府補助對於非營利組織資金而言，欠缺統計上的顯著效果(Brooks, 2000: 211)。 

再者，課責本身具有相當強的目的性，課責透過工具選擇，以促進或強化

某種特定事件或價值，依據 Turner & Hulme(1997: 124-125)的研究，課責可以區分

成六種手段(means)與目的(ends)。就層級而言，課責最高層級的手段為憲法及民

主選舉等，其目的在於強化決策者的合法性；次一層級的課責手段為社會價值及

民主選舉等與社會正義等，其目的在於促進道德的產出；第三層級的課責手段為

公共參與、諮商及辯論等，其目的在於強化代表性；第四層級課責的手段為國會

的質詢及陽光法案等，其目的在於促進公開性；第五層級的課責手段為預算相關

法規，其目的在於讓資源得到最佳的使用，而最低層級的課責手段為資訊系統及

標準程序等，其目的在改善效率及效能(Turner & Hulme, 1997: 124-125)。從 Turner 

& Hulme 的論點可以發現，目前有關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契約關係的課責議題，似

乎過於偏向課責最低層級的使用，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價值。 

對於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契約關係，其乃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模式的一

種展現，而此種合作關係的內涵，則可以從 Brinkerhoff 所提出的「夥伴模式」

(partnership model)中加以觀察。對於夥伴關係，Brinkerhoff 從「相互關係」(mutuality)

及「組織認同」(organizational identity)兩個面向建構其分析模式，相互關係指政

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若相互依賴程度高，則表示兩者間互有的權

利與義務亦較高；而組織認同則是指兩者間的組織使命與價值認同的程度，若組

織認同高，則表示兩者間的組織使命與價值一致性較高，並據此將夥伴關係區分

成四個型態，包含：契約(contracting)、夥伴(partnership)、服膺(extension)，及吸納

(co-optation)，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契約關係，乃是由高度的組織認同及低

度的相互關係所建構（如圖 1）(Brinkerhoff , 2002: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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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關係 

  低 高 

高 契約 夥伴 組織認同 

低 服膺 吸納 

圖 1  夥伴模式 

資料來源：Brinkerhoff, 2002: 22。 

依據 Brinkerhoff 的論點可以發現，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契約關係乃是建立

在高度一致性的組織使命與價值之上，但因為相互關係程度較低，故也表示兩者

間互有權利與義務較低，這也顯示在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契約關係中，課責程度

不宜過高，也就是應保持較高的自主性。 

對於在契約關係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課責與自主性關係，提出最直接關

係建構者當屬 Johnson & Romzek 所建構的課責關係類型最具代表性（圖 2）。 

  資源期望或控制 

  內部 外部 

低 層級節制 法律 自主性程度 

高 專業 政治 

圖 2  課責關係的類型 

資料來源：Johnson & Romzek, 1999: 387。 

而對於上述四種課責類型的價值與期望，Remzek & Ingrham 則進一步加以延

伸（如圖 3）。 

 

課責類型 強調價值 行為期望 

層級結構 效率 遵循組織的指令 

法律 法規 順從外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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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專業 尊重個人判斷與專業 

政治 回應性 回應外部關鍵的利害關係人 

圖 3  不同課責類型的價值與行為期望 

資料來源：Remzek & Ingrham, 2000: 242。 

綜合 Johnson & Romzek 及 Remzek & Ingrham 的論點可以發現，對於政府與

非營利組織契約關係中的課責與自主性問題，關鍵不在課責或自主性的各自堅

持，而應依據不同的內外環境，選擇最適合的課責機制，此觀點隱含並非所有非

營利組織自主性皆甚高，許多非營利組織本身結構並不健全，此時採取層級節制

與法律課責就有其正當性，而對於體質健全的非營利組織，則應採取專業與政治

課責，以符合非營利組織對於高自主性的堅持。 

 

 

肆、歐洲發展經驗析探 

 

在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契約關係中，歐洲社會企業的興起，則提供相當好的觀

察標的。近年來歐洲面臨高失業率問題，在政府與市場雙重失靈下，非營利組織

就成為輔助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機制，故歐洲各國政府開始透過契約外包方式，

委由非營利組織從事社會服務傳送，因而促發社會企業的興起，並成為歐美非營

利 組 織 發 展 的 新 趨 勢 （ OECD,1999: 11 ； Dees, Emerson & Economy,2001 ；

Anheier,2003；Borzaga & Santuari, 2003；Young, 2003；丘昌泰, 2000: 366-367)。具

體而言，社會企業可以視為非營利組織的新改革運動（鄭勝分，2005: 5）。 

然而，社會企業的興起，造成三個部門間的界線逐漸模糊，而呈現一種混合

經濟(mixed economy)的現象(Ott, 2001: 355；陳金貴，2002: 39)。此種現象亦是歐

洲社會企業發展遭受到質疑與挑戰的主因，這些質疑與挑戰的核心議題在於，社

會企業的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及自主性，具體而言，部分非營利部門為福利系統

所吸納，其雖仍維持私組織的形式與法律地位，但必須接受行政及官僚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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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喪失自主性(Dart, 2004; Eikenberry & Kluver,2004; Lasprogata & Cotton, 2003)。

而社會企業最大的風險在於，社會企業是否會降低社區與社會資本的連結，而過

度依賴政府補助，是否會弱化非營利組織在資源再分配中所扮演角色的自主性？

(Borzaga & Santuari, 2003: 53-54) 

對於社會企業可能產生的自主性危機，Borzaga & Santuari(2003: 53-54)則進一

步指出，歐洲社會企業的發展，並無法確保非營利部門可以繼續維持其自主性，

此項憂慮出現在許多歐洲的研究報告中，比如 European Commission( 1999)及

CIRIEC( 2000)的報告。同形主義僅關注微型企業接受政府補助所可能產生的自主

性風險，此種風險雖可能產生，但非表示歐洲社會企業必然會走向此一不歸路，

若將之視為預防性的警示作用，則更可提醒社會企業領導者，在與政府協力關係

中，應避免過度依賴，而產生喪失自主性的風險。 

然而，對於社會企業所可能面臨的自主性風險，仍有不同的意見。例如，在

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支持下，「社會經濟研究指標」(Targeted 

Socio-Economic Research, TSER)方案，開始對於歐盟(EU)層級進行調查研究，並於

1996 年成立「歐洲社會企業」(EMES)
4網絡，其會員國有七個國家，包含：比利

時、芬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瑞典及英國，而 1997 年時，其他歐盟國家

亦加入此一組織。EMES 主要目的在於研究社會企業的浮現，作為回應歐洲社會

疏離的一種創新方式，其承認社會企業在許多國家有不同名稱，但其共同特質為

企業的途徑及社會目的，具體而言，社會企業被視為透過生產財貨及服務以尋求

特定的財政自主性，以彌補政府補貼的不足，其主要目的在於消除社會疏離感，

而非為利害關係人增加收益，而任何的收益都必須再投入以達成此一目的。

OECD(1999, 2003)則認為，社會企業與傳統非營利組織最主要的差異點在於，社

會企業具有企業的外貌，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的自主性，並且能夠提供創新服

務，以回應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失靈。 

歐洲社會企業所面臨的課責與自主性問題，可以從資源依賴理論獲得部分

                                                 
4 EMES 研究專案係在法國進行，隸屬於歐洲委員會(Defourny, 200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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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對於過度依賴政府補助所造成的自主性危機，可以從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加以解釋。資源依賴理論強調組織受限於許多不同的外部壓力

(Fowler, 1998: 204-205; Helmig, Jegers & Lapsley, 2004: 107-108; Pfeiffer, 1981; Pfeiffer 

& Salancik, 1978; O’Regan, 2001: 240-241)，因此，組織為求生存，必須回應外部

的需求與期望，而對於非營利組織依賴捐贈者或市場收益的情況，資源依賴理論

提供相當有用的解釋力(Helmig, Jegers & Lapsley, 2004: 107)。對於非營利組織而

言，資源依賴可區分成兩個類型，包含對於政府財源的依賴，及對於案主的依賴。

對於政府的財源依賴可以採取六種策略，包含：政治倡議、資源擴增、跨組織合

作、調整服務傳送、企業化管理，及使用志工；而對於案主的依賴主要在於，非

營利組織必須能夠充分地提供案主的需求。在策略上，非營利組織可以扮演第三

者政府的角色，除必須接受政府課責外，對於案主需求，也必須採取彈性的應對

策略(Kramer & Grossman, 1987: 43-53)。 

對於如何判斷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資源依賴程度，Saidel 提出三個檢視標

準，包含資源的重要性、資源的可替代性，及強迫提供資源的能力。資源的重要

性係指對於非營利組織對於此項資源的需求程度，包含對於組織功能、運作，及

方案或服務傳送的影響；資源的可替代性則是指相同資源可以從其他途經取得的

可行性；而強迫提供資源的能力則是指 A 組織能夠強迫或施壓 B 組織提供其所

需資源的能力。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資源依賴關係，則可以從這三個指標加以

判斷(Saidel, 1991: 545-546)。 

 

 

伍、結語 

 

Kevin P. Kearns 認為，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課責議題主要聚焦於資源分配

(Kearns, 2000: 24)；G. Drewry 認為，對政府而言，非營利組織的法律與課責乃是

乃 是 相 當 棘 手 的 問 題 (Drewry, 2000: 64-67) 。 對 於 非 營 利 組 織 而 言 ， 課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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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bility)乃係相當流行的話語(Day & Klein, 1987: 1)，即使到了 21 世紀，非

營利組織課責依舊受到重視(Cutt & Murray, 2000: 1)。非營利組織雖無法自外於此

一流行趨勢，但 Van Til 對此則提出警告，其認為課責雖然重要，但對於非營利

組織而言，課責並非必要的美德(Van Til, 1988: 168)；相反地，課責已經變成非營

利組織的「核心困境」(a central dilemma)(Hodgkinson & Lyman, 1989: 475)，因此，

課責越多越好，必非是萬靈丹。 

然而，政府契約所延伸的課責要求，並不一定會損及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

相反地，Brown & Troutt(2004)研究加拿大曼尼托巴市(Manitoba)預防家庭暴力的個

案發現，如果政府契約係基於互信(mutual trust)基礎，著眼於長期、信任為基礎

的合作關係，並在專業標準及持續聚焦共同使命下，則非營利組織會感覺從契約

得到的是支持，而非控制，則此時課責就成為建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良好契約模

式的契機。 

課責對於非營利組織的人員與志工具有激勵作用，課責不但可以強化對於

顧客服務的品質，另一方面，也可以強化社會大眾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認知與支持

程度，進而強化非營利組織的正當性(Kearns, 2001: 355-357)。 

再者，在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中，弱勢者並非全然無自主性可言，自主性可

由下述的權力加以展現：即離開權(exit power)。離開權包含威脅離開組織，因此，

弱勢者被非被視為理所當然毫無權力可言，離開權讓支持者與組織關係變的更具

動態性，這也是為何許多組織試圖透過溝通等方式，強化成員的忠誠度(Selle & 

Stromsnes, 2001: 145)。 

而從歐洲社會企業發展經驗可以發現，如何建立課責機制，就成為近年來

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課責呼聲起因於過去幾年媒體報導非營利組織的醜聞，讓

非營利組織逐漸流失社會信任感，並對於組織認同、治理與管理，產生相當大問

題(Gibelman & Gelman, 2004: 355)；但 Alnoor Ebrahim 認為，傳統上認為課責越多

越好的假設，在非營利組織適用上是值得懷疑的(Ebrahim, 2005: 82-83)；Renee A. 

Irvin 的研究也指出，近年來所興起對於非營利組織課責之呼聲，意味著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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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職權的擴大，也隱含管制成本的增加(Irvin, 2005: 176-177)。而對於政府習於

採用的他律機制，近年來逐漸受到要求自律呼聲的挑戰，自律強調政府應降低對

於非營利組織的干預，亦即隱含對於自主性的堅持。然而，許多非營利組織雖然

被認為較有聲譽，惟道德性並無法永遠確保；而政府過度干預則容易影響非營利

組織的自主性，他律太多，則可能淪喪非營利精神，緣此，對於自主性與課責的

相關議題，仍宜採取自律為主，他律為輔的方式為主，以利非營利組織體質之健

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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